




推进的合力之一。其一,在研究方法论上, 国学思潮是在 融化新知 的基础上来 昌明国粹 ;其二, 在
研究成果上,它获得前人未有的新的学术成就;其三, 在批判对象上,它的矛头主要对准 科学主义 的
偏颇;其四, 在价值判断上,它对东、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互补合一的态度; 其五, 在历史的向度上,它构
成现代性推进的合力。所以,在批判中要给予其合理、公允的历史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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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章太炎作 国学概论 讲演起, 国学 就成为一个有相对确定内涵的概念为国人所使
用。我接受胡适这一界定: 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, 都是我们的 国故 ,研究这一过去的
文化历史的学问,就是 国故学 , 省称 国学 。自然, 国学概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进程,
在晚清洋务派张之洞 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 的原则中, 国学是与西学对立的;在民国初年学科
体制的设立中,国学是与西方的文理法商工农医的学科分类相对的 经史子集 总称; 而在章
太炎等人的心目中, 国学概念的确立,是作为应对西方文化与学术挑战的一种策略,带有与西
方文化霸权相抗衡, 张扬中华文化独立性的价值意义。
由此也可看出, 自 20世纪初以来的国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, 这是
历史进程所决定的。因此,杨春时从现代性的视角对国学思潮作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。但
是,他认为国学思潮是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反动: 从总体上说,国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反动,






一、在研究方法论上,国学思潮是在 融化新知 的基础上来 昌明国粹
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属于演绎法,往往以 子曰 、诗云 作为大前提,展开演绎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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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,得出结论。它虽然符合三段论,但由于大前提是先验的, 大抵是心成之说 ,是旧有的 已






学 、名学浅说 二部西方逻辑专著, 向国内知识界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说, 并以此科
学的方法论与传统的经学方法对比,揭示了后者的弊端。他指出,西方的学运昌明,得益于逻
辑上的归纳法, 逻辑学 如培根言,是学为一切法之法, 一切学之学 。严复称逻辑学中归纳法
为 内籀 , 演绎法为 外籀 ,两者中他更为推崇归纳法,认为归纳法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。他
打个比方: 夫外籀之术, 自是思辨范围。但若纯向思辨中讨生活, 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,如




说 一文中,高度推崇培根与笛卡儿, 认为其两人 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 , 并使人摆
脱了 心奴隶 精神上奴隶之状态。他概括了培根为代表 格物派 的英国经验主义和笛
卡儿为代表 穷理派 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要义, 提出 我有耳目, 我物我格; 我有心思,我理我
穷 的原则。并认为循此原则即可对古今中外的学术作出评判: 我有耳目, 我有心思, 生今日
文明灿烂之世界,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,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。可者取之,否者弃之,斯宁非丈











粹,融化新知。他们 昌明国粹 ,在方法论上是以 融化新知 为其前提的。
也就是说,五四时期的 文化保守主义 者, 不是一般人心目中那种抱残守缺、泥古不化,
唯传统的陈规旧习是从, 对他们不能判断为落伍、后退、保守,乃至反动。因为他们卸脱了封建










出了 诗经中的性欲描写 等文章。如 诗经通义 周南 ,他指出: 国风 中凡言鱼, 皆两
性间互称对方之廋语,无一实指鱼者。如 乐府国 江南 : 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








仰韶半坡彩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, 写道: 其 巫术礼仪含义是否就在于对氏族子孙





的难题呢? 在 20世纪 40年代起,林语堂似乎与现代新儒家的观点合流,力求从中国传统文化
中,即国学典籍中,发掘出具有精神生命力的结构与因素,提取其有价值意义的观念内涵,参予
到新的世界文化的创造中去, 以期拯救这迷失前程的世界。他指出,在世界美学思想范围内,
最早提出 物质主义 问题的, 是中国儒家的 礼记 乐记 : 人生而静, 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
动,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,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, 知诱于外,不能反躬, 天理灭矣。夫
物之感人无穷,而人之好恶无节,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,灭天理,穷人欲者也。于
是有悖逆诈伪之心, 有淫泆作乱之事。是故强者胁弱, 众者暴寡,知者诈愚,勇者苦怯, 疾病不
养,老幼孤独不得其所,此大乱之道也。林语堂在引录这段话后,即加上一注释: 按物至而
人化物 , 正是人为物欲所克, 而成物质主义。 人化物 即已失人道, 故可译为 dehuman-
ized , 又是为物所化, 故并不可译为 materialistic 。所以 物质主义 之形容詞见于古籍者,当
以 人化物 一语为最早。
也就是说,近现代西方美学所津津乐道的 物化 问题或 物质主义 的概念问题, 中国早
在二千多年前的儒家典籍中就已论及。在物与人这一对立体中,人常被物所惑, 为物所化,此
一倾向发展到极致, 即通常所说的 物欲横流 。人若彻底被 物化 ,彻底为物欲所左右, 则人
类社会的一切弊端全都涌生而出: 悖逆诈伪、淫泆作乱、强者胁弱、众者暴寡、知者诈愚、勇者苦









进化的文学观: 文学者, 随时代而变迁者也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。所以, 吾辈以历史进
化之眼光观之,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。左氏史公之文奇矣, 然施耐庵之 水浒





中之新旧文学观 系列长论文中指出,周秦之文, 汉时之赋, 皆已登峰造极,怎能以进化论一概
否定之呢? 这是对科学的误解。易峻的 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 , 则揭出胡适理论中自相矛
盾之处。他以律诗作为例证: 又如谓古诗变而为律诗。夫律诗之法, 较古诗大拘束, 既谓文
学趋解放, 而何以此处又 开倒车 为进化也。其理论矛盾类如此 。律诗格律形式之森严,远
在古诗之上,但在文学流程上,它却在古诗之后。以胡适的文学必然朝着通俗、解放 的进化
方向发展而论,这是无法解答的。
吴宓的批判就更深刻了, 他指出:世间存在 物质之律 与 人事之律 , 以学问言之, 物质
科学,以积累而成,故其发达也,循直线以进,愈久愈详,愈晚出愈精妙。然人事之学, 如历史、
政治、文章、美术等, 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,或由于个人之天才,其发达也, 无一定之轨辙, 故后












这种价值观念可以王国维为代表。 1914年, 王国维在 国学丛刊序 中, 提出 学无中西




国类皆有之; 西国之学,我国亦类皆有之, 所异者, 广狭疏密耳。 中学、西学, 在王国维的眼
中,并无上下高低之别, 优劣贵贱之分; 若就学科之分来看, 也是 类皆有之 , 其区别仅在于
广狭疏密 ,即涵括的范围、内容的深浅而已。
王国维 学无中西 之论, 乃建立于深层的 视学术为目的 的基点上。他指出: 欲学术之
发达, 必视学术为目的,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。为学, 就必须把学术视为终极的目的, 视为生
命之要义,生存之根本,如此治学, 方能达到超凡脱俗的圣洁境界。若由此高度
俯视中西之学界,学术便只有真伪之别,而无中西之分, 因为人们所面对的是 同此宇宙,
同此人生 。正如贯穿于钱钟书 管锥编 的主线、见于 谈艺录 序言的这句话 东海西













之律,以治人事。 这种 理智不讲, 道德全失 ,功利至上、私欲横流,乃至 率兽食人 的负面
状况,在中国引发了以梅光迪、吴宓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的抗衡。作为国学思潮之一的学衡









否定的态度,而且应该把它看作 20世纪中国的 文化合力 之一: 在相当一个时期,一些人往













由此看来,对思想文化史的判断, 尤忌 成者为王,败者为寇 的偏执。历史均是由各种
合力 构成的, 是由不同趋向的文化合力推动着文化的发展。如若没有严复、康有为对传统
经学研究方法的批判,我们能有今天的学术研究思维方法的重大推进吗? 如若没有梅光迪等
保守派的 逼 , 胡适能上文学革命这座 梁山 吗? 如若没有吴宓、梁实秋等新人文主义者对
科学主义、物质主义的 阻击 ,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根脉能延续到今天吗? 我们可以设
立许多 如若 , 它们将使我们清醒过来, 王 是由 寇 造就的, 文学革命的激进派也是由文
化保守主义派 造就 的。只有正视历史进程的 负向 力量,你才能真实地了解 正向 力量。
因此,只有加上国学思潮这一维度,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才能算是有着完整、立体的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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